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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高等教育是人才培育的搖籃，為提升大學自主治理效能，因應全

球化的高度競爭、社會的劇烈變遷，建立更彈性自主且有效率的大學

治理模式，已為當今高等教育改革與提升競爭力之重要課題。尤其是

中國大陸的高等教育人數躍居世界第一，積極從高校自主治理提升辦

學績效與品質的管控；香港素採英國高等教育體制，亦持續追求大學

自主治理績效與卓越；我國教育部不但提出大學自主治理鬆綁，又提

出高等教育行動創新方案，而回歸《大學法》所揭櫫的大學學術自由

與治理核心—大學自主，將是保持高等教育競爭力的主要策略。本

研究採文獻分析與比較研究法，針對兩岸三地高等教育自主治理之現

況進行探討與比較，析論臺灣「國立大學自主治理試辦方案」以及「高

等教育創新行動方案」對於大學自主治理之影響，並省思國立大學自

主治理試辦方案之制度設計及其影響。結果發現，兩岸三地的大學自

主治理模式雖在法人地位之取得、管理體制及自主治理程度或有不同

機制，但追求大學享有完整自主權的理想是一致的。香港政府授權各

校院自主治理，享有完整的自主權，是兩岸共同努力的目標，可提供

我國高等教育改革及人才培育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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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long with the keen global competition and the enormous society changes, 
an important issue faced by contemporary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es is to 
achieve an autonomous, flexible, and effective management. University 
autonomy and academic freedom are the core value observed in the Act of 
Universities in Taiwan, to maintain the competitiveness of higher education. 
This study used documentary analysis and comparative research method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all three places share the same ideal of pursuing 
total autonomy in universities while they may use different mechanisms 
in obtaining the corporation status, and thus achieve different level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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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全球化使得整個世界正進行前所未見、緊密聯繫與相互依賴的歷

程，並以沛然莫之能禦之勢，對教育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且不斷地擴

大。在不可逆轉的全球化潮流中，高等教育也正經歷一場變革，置身

於全球市場的競爭之中。全球化不僅為高等教育機構與體制的變革帶

來令人振奮的發展機會，風險與挑戰亦隨之而來。高等教育國際化與

經濟全球化促使高等教育必須建立一個彈性、有效、更加透明的績效

責任（accountability）制度，以及品質保證標準（Altbach, Reisberg, 
& Rumbley, 2009），且必須靈活地對瞬息萬變的競爭性環境做出快速
反應，方能在全球市場中維持競爭力。而大學自主治理（university 
self-government），將是保持高等教育競爭力的主要策略（Newman, 
Couturier, & Scurry, 2004）。

高等教育是人才培育的搖籃，其自主治理以學術自由與學術權力

為基礎，以培育人才、服務社會及創新知識為目標所建立的內部決策

機構（周志宏，2012）。美國高等教育基於對學術自由的尊重，大學
由教師、校長及董事會共同治理（Cummings, Fisher, & Locke, 2011），
此一高度自主與績效責任的治理模式乃美國高等教育學府不僅具有崇

高聲譽與卓越成就，亦能在高度市場化的競爭環境下，擁有自主治理

校務、有效規劃財務、運用經費，維持高度競爭力之重要因素。

近年來，市場機制與企業理念已深植於美國高等教育，以企業

化經營的方式，據以提高大學績效、降低成本，滿足社會與市場的公

眾需求以及對高等教育之期許（陳伯璋、宋玫玫，2005；Kavanagh, 
2000）。愈是高等教育市場化的國家，愈需強化大學的自主性（Brown, 
2011）。為因應全球化對高等教育之衝擊，儘管自由化與多樣化遠不
如美國，且政府對高等教育管理與控制強度較高的國家（如韓國、日

本），這些國家近年來為了強化競爭力，陸續賦予大學更多自主權以

擺脫政府的控制，因此發展出多樣化的大學管理模式，透過大學自主

治理，鼓勵競爭，並據以創造市場與競爭力（Newman, Couturier, & 
Scurry, 2004）。例如日本受到英、美等國獨立行政法人改革、市場競
爭導向及國際化的高等教育改革之影響，推動國立大學全面法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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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現國立大學與政府行政機關之分離、大學財政自主權的提升，以及

教職員工身分的非公務員化。透過將國立大學納入以市場競爭為基礎

的新型開放體系中，提高大學自主權，並降低公共財政的負擔。另，

新加坡亦推動法人化，南韓首爾大學亦將轉型為行政法人，中國大陸

大陸則將企業治理制度納入高等教育改革方向。從國際高等教育發展

趨勢來看，時值全球化與高等教育市場化時代，為了提升競爭力，政

府需要賦予大學更多的自主權。

然而，我國高等教育行政欠缺彈性，大學仍屬政府的公營造物組

織，舉凡組織規程、招生、增調系所、人事、財務會計運作、評鑑機

制等諸多事項，均須受到主管機關的層層審核節制，大學不但鮮有自

主特色，亦缺少自我課責機制，影響大學自主治理發展，一向為社會

所詬病。此外，過去二十多年來，由於大學生人數大幅增加，造成政

府在財政上的負擔隨之提高，也相對產生資源分散影響教育品質的隱

憂。財政上的拮据，使得中央教育主管機關開始對高等教育賦予較為

嚴格的績效責任標準，政府對高等教育機構的經費挹注，從過去雨露

均霑式地補助，轉為更多競爭型計畫的擇優獎勵。藉由大學績效與經

費補助的結合，對大學的品質與運作進行更多的控制；透過降低大學

的自治權，企圖限制大學的成長與擴張，開始對大學的辦學績效與品

質保證機制有了更多的關注與要求。惟當世界各國高等教育朝向自主

權與責任義務發展之際，我國大學卻受限於政府的嚴密監管，自主程

度偏低，無法快速地面對日趨嚴苛的競爭環境中發展與生存。

為因應國內高等教育普及化、國際高等教育高度競爭化之現況，

並順應國際高等教育朝向更開放、尊重學術自主權及責任義務之國際

教育發展趨勢，教育部《人才培育白皮書》指出，因應國際改革浪潮，

揭示教育部對於高等教育之辦學績效，將由過去的管制者轉為輔助者

的角色，由大學自負績效責任，並由市場機制扮演調節的功能（教育

部，2013），藉由重新審視並調整高等教育學府與政府間的關係，透
過鬆綁與授權，賦予大學自主組織權、人事自主權及財務會計自主

權，取代過去政府由上而下、單向的控制與監督管理，方使得大學能

夠在當今激烈競爭的市場環境下具備彈性與高效運轉。此外，教育部

將 2015年訂為「教育創新行動年」，提出「高等教育創新行動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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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大賦予大學規劃自主創新發展機制，以面對少子女化時代浪潮的挑

戰（教育部，2015），此為當代高等教育經營與改革之重要課題。
由上可知，為因應全球化的高度競爭、社會的劇烈變遷，以及

大學校園之治理與運作實務，建立更彈性自主且有效率的大學治理模

式，以提供優質的高等教育學習環境，實為當今高等教育改革與提升

競爭力之重要課題。大學自主將是保持高等教育競爭力的主要策略之

一。因此，本文以文獻分析法與比較研究法，針對兩岸高等教育自主

治理之現況進行探討與比較。研究過程首先蒐集臺灣、中國大陸及香

港有關高等教育制度與自主管理之相關資料，將教育資料加以描述與

解釋，綜合整理兩岸三地高等教育自主治理的解析。本文是採用兩岸

三地之法人地位取得、管理體制、自主治理程度作為比較點，以並列

（juxtaposition）與比較（comparison）法辨別異同，歸納比較分析之結
果，並根據比較結果提出結論與建議。

綜上所述，本文以兩岸三地高等教育自主治理之現況進行探討與

比較，析論臺灣「國立大學自主治理試辦方案」對於大學自主治理之

影響，並省思國立大學自主治理試辦方案之制度設計與存在之問題。

最後，檢視中國大陸與香港高等教育改革值得借鏡之處，提供我國高

等教育改革及人才培育之參考。

貳、�兩岸高等教育自主治理現況與比較

一、臺灣高等教育自主治理之法源依據

在大學入學機會大幅擴充下，適逢少子女化趨勢，面對社會的

快速變遷，以及全球化所帶來的國際競爭壓力，高等教育正面臨前

所未有的挑戰。而大學傳統的政府治理模式卻造成教育資源的投入未

能發揮預期效益，教育資源相互排擠，導致大學運作機制亟待調整與

改革。為提升高等教育學府的競爭力，以及因應快速變遷的能力，高

等教育勢須加速改革，才能迅速因應當前社會與國際競爭之需要。爰

此，重視大學自主治理與高效轉型之策略便應運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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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994年 12月 28日《大學法》修訂後，教育部與大學的關係從
管理者調整為監督者角色，有關大學的組織結構、人事、師資聘任、

課程、招生等事項，已漸進地回歸大學自主權與學術自由原則辦理，

現行法令雖然維持備查與核定等傳統監督機制，惟已有相當程度之鬆

綁。而 2004年《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設置條例》及相關配套措施
之修訂，除落實公教分離，並進一步賦予國立大學更大的自主經營空

間。另教育部曾於 2004年規劃大學法人化方案，期使大學朝自主治理
發展。原期望以立法方式，賦予國立大學獨立機構定位，據以形塑高

等教育學術自主專業經營模式。惟因該項政策涉及大學去公務員化、

取消新任教師公教退撫、國有財產移轉至大學等重大議題，且各校體

質殊異，自主治理與經營的能力仍有相當大的不同，在立法院及學校

未能充分支持的情況下，大學法人化政策未能推動（教育部，2014）。
在財務與會計方面，2009年完成《國立大學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

辦法》之修訂後，賦予國立大學更大的自主經營空間。此外，教育部

依據 2010年總統與學術教育類國策顧問座談會指示，研辦「大學自主
治理方案」，並於第八次全國教育會議提出「落實大學法人化精神，提

升大學經營與治理效能」方向。經教育部邀集多次跨國顧問會議，並

與跨校公法團隊及結合會計師事務所之財會團隊研議，在不修法、不

影響國立大學現有教職員待遇、公教退撫及任用權益，以及國立大學

之法定定位等前提下，研訂「國立大學自主治理試辦方案」（教育部，

2014）。由於各國立大學規模與條件不一，且修法影響層面過大，為
避免大規模改革徒增校內外政策成本與社會不安，因此，現階段的高

等教育改革並未如新加坡推動法人化、日本國立大學全面法人化採取

一次到位之方式全面推動（教育部，2014），而調整核心制度、避免
去公務員化衍生的大規模反對聲浪、尊重各校意願試辦且分階段方式

推動。簡言之，「國立大學自主治理試辦方案」之啟動，係採尊重各校

意願，由願意參與試辦之學校主動提案，教育部協助配合政策規劃，

以確保各校研提方案已獲得校內成員之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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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臺灣高等教育自主治理之努力方向與作為

（一）「國立大學自主治理試辦方案」之背景與發展

國內高等教育囿於法令規範，在比照公務機構的組織運作機制

下，大學受限於公務部門的層級節制與防弊導向的運作系統，缺乏彈

性靈活與符合經濟效益之自主經營方式。教育部於 2010年提出《中
華民國教育報告書》，揭示促進高等教育轉型與發展為未來高等教育

發展之主軸方向，指出未來高等教育應強調大學本身自主經營的角

色，重視大學自主與學術自由，以促進高等教育的品質與持續發展，

而「大學自主治理方案」即為高等教育轉型與發展的首要具體策略。

其目標有二，其一為釐清政府與大學治理（university governance）之
權責關係，強化大學自主治理精神；其二為鬆綁財務與人事等行政法

規，建立大學專業治理新模式。該方案之具體落實方法包含以下四大

方向：1.優先推動法人化精神；2.試辦大學自主治理方案；3.規劃大
學財務自主管理；4.放寬人事任用法規（教育部，2010）。細究其具
體措施，旨在賦予大學經營自主權、學術事務決策權、財務會計自主

權及人事任用自主權，以取代過去單向的政府治理模式，為高等教育

更加獨立自主，並負擔更多的責任義務，提供了嶄新的契機與動力。

為引導大學跳脫公部門行政機關之定位、建置獨立人事與財務

的自主系統、提升學術事務決策權力，並審酌大學對社會與產業之連

結，教育部於 2014年 4月提出「國立大學自主治理試辦方案」，揭示
方案目標並提出具體實施策略，期促成高等教育自主治理。

（二）「國立大學自主治理試辦方案」之實踐

「國立大學自主治理試辦方案」旨在落實大學自主權與責任義務，

其方案目標、實施策略及實施現況分述如後（教育部，2014）。
1. 方案目標

(1) 賦予經營自主權，提升大學競爭力與彈性
為降低公務系統層級節制，提升學術研究案執行效率，以及國際

人才聘任彈性，教育部特別進行跨部會協商大學人事及財會自主。並

授予試辦大學在組織調整、招生學位、學生事務及財務會計具有自主

權，逐步發展大學專業自主治理，並能對外在不斷變遷的新環境迅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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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出反應。

(2) 透過多元治理模式強化大學績效
「國立大學自主治理試辦方案」打破以往由上而下的「教育部大

學」單一治理模式，改以學校代表、學校推薦校友代表、社會公正人

士及政府代表（教育部或各該所屬地方政府遴派之代表）組成之「大

學自主治理委員會」，採多元共治模式，透過社會資源與產業力量之

導入，促動大學快速因應社會變遷與產業脈動。在享有大學自主的同

時，承擔更多的責任義務與績效責任。

(3) 釐清校務決策分工，促進大學效能與品質
有鑑於以往校長與校務會議權責不明，素為校園衝突之根源，是

以「國立大學自主治理試辦方案」釐清校務會議與大學校長之權責，

各類校務決策依其屬性，回歸最適決策及諮詢單位，校長亦須定期向

大學自主治理委員會提出教學研究與服務之績效報告，據以強化校長

的外部考核機制。此外，試辦學校辦理自主治理期間，自主治理委員

會就授權事項具有校務處理議決權，而校務會議對自主治理委員會仍

具有制衡之監督權、否決權及解散權（教育部，2014）。
2. 實施策略

「國立大學自主治理試辦方案」第一階段以國立成功大學為試辦

學校。以推動大學組織成立「大學自主治理委員會」為策略，並規

劃「校內自主管理機制」及「契約式的績效責任」等配套（教育部，

2014）。其具體實施策略摘述如下：
(1) 授權

為改善教育部與國立大學間之治理權與管理權關係，並強化大學

之績效責任，將政府與國立大學的關係從傳統的政府治理模式，亦即

上下從屬關係，漸進地調整為獎優懲劣的契約關係。在程序上，教育

部與試辦大學正式締結行政契約，將教育部與相關單位之相關事務及

大學自身權限授予「自主治理委員會」。而自主治理委員會組成成員

包含學校內部委員代表：校內教職員工生 8名（教師代表 5人、教師
組織代表 1人、職員工代表 1人、校級學生組織代表 1人）與外部委
員代表：社會公正人士 4名、校友代表 4名、本部代表 2至 3名，人
數不超過 19人，外部委員代表不低於總人數之 1/2。由於自主治理委



兩岸三地高等教育自主治理之比較 47

員會為大學內部組織，係採取大學自主之法理，正當化此一內部之概

括授權，為大學組織與決策結構之自主範疇（國立大學自主治理試辦

方案作業要點，2014；教育部，2014；梁學政，2012）。
教育部與試辦大學授權事項計有系所設立及調整審議權、大學招

生名額調整審議權、校長遴選與續任權、校務發展計畫議決權、校務

預算議決權及彈性薪資機制議決權等六項。另其他政府單位行政鬆綁

事項則包含：自訂自籌經費之校內管理會計制度、自訂內部控制及稽

核之規範、自訂人事費用之標準、參與人事及主計室主任之甄選指標

（教育部，2014）。
(2) 責任義務

試辦大學自籌經費預算之編列，除法規另有規定外，無須參照公

務機構標準或行政指導，而由大學自行制訂自籌經費預算編列原則，

另預算書應呈現自籌科目彈性。由於自籌經費大幅鬆綁，是以教育部

主張試辦大學須健全其內部控制及稽核制度，並分別就組織面及制度

面研擬改善措施。

就組織面而論，試辦學校應設置財務副校長，並下設財務處與

主計室。財務處主管財務管理與風險控管，主計室則負責試辦學校報

表編製與相關資訊提供。就制度面而論，試辦學校須就自籌經費建立

完善的內控與稽核機制，內控部分應確實就自籌經費交易循環訂定作

業說明及控制重點，循環項目至少應涵蓋收入、採購及支付、薪資、

固定資產、投資、融資及研發面（國立大學自主治理試辦方案作業要

點，2014；教育部，2014）。為行使「國立大學自主治理試辦方案」
實質授與之審議權，試辦學校需更積極地對外呈現績效責任，以減低

社會大眾對實質授權之疑慮（梁學政，2012）。
(3) 成效評估

為落實國立大學自主治理試辦方案試辦學校之績效責任，及檢

視大學自主治理委員會運作成效，教育部將組織評鑑小組，每 3年定
期評鑑試辦大學之辦理成效。惟當試辦學校未能發揮預期效益時，教

育部可提前終止契約，依約定提出停辦或不續辦，並將教育部與其

他相關機關原鬆綁授權之監督管理權限收回。另有關試辦學校自籌經

費之稽核工作，也將改採績效導向的外稽模式，不再單一以財務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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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如執行率）做為評估指標，乃以試辦學校預算編列時所提報之方

案成效進行檢核。此外，財務績效與財務報表須委託外部獨立會計師

進行查核，且試辦大學應每年向「大學自主治理委員會」提交財務

報告書，並每年對外公布「校務基金績效報告」（教育部，2014），
已落實試辦學校之績效責任與成效評估，這也反映財務資源規劃執

行（resource planning implementation）及績效管理（accountability and 
governance）在大學自主的需求性（Toma, 2010；Burke, 2005）。
（三）政府與國立大學關係之變化

在教育部提出「國立大學自主治理試辦方案」前，國立大學屬於

政府行政機構的一部份，由中央政府設立與資助，因此國立大學受到

政府嚴密的監督與管控，自主權偏低。舉凡學校組織調整、招生名額

調整、系所設立與調整、校長遴選與續任權、學生事務及重大決策，

皆受政府監管，其管理幅度從備查至審查不等（教育部，2014），顯
見在行政實務上並未落實大學機構自主權。為解決現行單一且由上而

下的政府治理大學模式，以及在監管上的闕漏，教育部自 2014年四月
間實施「國立大學自主治理試辦方案」，改變了國立大學的政府行政機

關身分，並賦予試辦學校推動學術自主與財政自主權。政府透過與試

辦大學正式締結行政契約，將教育部與相關單位之相關事務及大學自

身權限授予「自主治理委員會」，除提升學術自主權外，亦免除政府機

關層級節制，從而提升大學效能。為檢視大學自主治理委員會之實施

成效，試辦學校須每 3年定期接受教育部所組成的評鑑小組之評鑑，
據以落實績效責任（教育部，2014）。由此可知，政府對國立大學的
管理方式，最顯著的改變即從直接管理轉為間接管理，亦即透過外部

評鑑來管理大學。

（四）「國立大學自主治理試辦方案」對大學組織內部生態之影響

「國立大學自主治理試辦方案」為臺灣高等教育邁向自主治理的

重要里程碑，不僅改變了政府與大學間的上下從屬關係，亦在大學組

織內部與生態產生了一系列的影響。首先，大學自主治理委員會在授

權事項部分具有校務處理議決權，即扮演著大學治理者的角色，審議

並協助校長就授權事項所提提案，並透過校長遴選與參與校務評鑑方

式提出績效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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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在實施「國立大學自主治理試辦方案」前，國立大學係以

教授為中心的大學自治體制。無論是校長遴選、教師聘任、教師升等

及校務運作與發展，教師都享有較大的自主權。而由教師為主要組成

的校務會議則是大學內部管理的核心機制。至於國立大學校長的權力

有限，主要扮演學校事務的協調者。在「國立大學自主治理試辦方案」

實施後，促使國立大學校長的決策結構發生了重大轉變，國立大學自

主治理試辦大學校長將成為校務的管理者，具有完整的管理權，且

校長提案之校務發展策略或重大決策經大學自主治理委員會同意後即

可執行，並須對大學自主治理委員會提出教學研究與服務之績效報告

（教育部，2014；梁學政，2012）；校務會議則對大學自主治理委員會
具有制衡之監督權、否決權及解散權（教育部，2014）。由此可知，
大學自主治理委員會的功能與定位，取代過去教育部的領導與管理角

色，為大學內部生態產生了變化，且試辦方案重新釐清校長與校務會

議的權責與定位，期能降低校園中的內耗與衝突。

（五）「高等教育創新轉型方案」為高等教育自主與法令鬆綁帶來

契機

為因應少子女化趨勢的衝擊，確保高等教育品質的維持，並協助

各大專校院之轉型發展，教育部頒布「高等教育創新轉型方案」（教育

部，2015）。該方案旨在重新整合與規劃高等教育資源，提供大專校
院多元發展的經營型態，期透過高階人才躍升、退場學校輔導、學校

典範重塑及大學合作與合併等四大執行策略，達成提升高教國際競爭

力、促進學校辦學特色、高階人力協助產業升級、退場學校正向發展

之目標（教育部，2015）。
值得注意的是，高等教育創新轉型方案中，為激勵學校典範重

塑，教育部以「法令鬆綁」為主，「經費獎勵」為輔，據以協助大學

依其優勢與特色發展。高等教育學府所提創新典範如涉及法令鬆綁，

第一階段將修正或解釋現行法規命令或行政規則；第二階段則將納入

「高等教育創新轉型條例」，以專法突破現行法律（教育部，2015）。
當前國內外高等教育競爭激烈，為塑造更自主與彈性的環境，以提升

大學競爭力，實為重要課題。而高等教育創新轉型方案賦予大學得基

於學校發展與創新轉型需求適度地鬆綁相關政策與法令，俾使大學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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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與運作更開放多元，提供大學自主治理之利基。

三、中國大陸高等教育自主管理的策略與實踐

（一）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時期的高等教育發展與制度變遷

為建立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新目標、促進國民經濟整體

素質和國力之提升，中國大陸共產黨中央委員會與國務院於 1993年二
月公布《中國大陸教育改革和發展綱要》，揭示在改革辦學體制方面，

要改革政府包攬辦學的格局，逐步建立以政府辦學為主體、社會各界

共同辦學的體制，希冀政府轉變職能，由對學校的直接行政管理，轉

變為運用立法、撥款、信息服務、政策指導和必要的行政手段，進行

宏觀管理；招生部分，則改變全國按國家統一計畫招生的體制，實行

國家任務計畫和調節性計畫相結合；財政撥款機制方面，充分發揮撥

款手段的宏觀調控作用，修正過去依照學生人數撥款的方式，逐步實

行基金制，大學在國家和地方預算下的教育經費外，可依法籌集資金

（中國大陸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國務院，1993）。
另於 1995年頒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法》，明訂中華人民共和

國境內各級各類教育之法源依據，亦鼓勵企業事業組織、其他社會組

織及社會團體可支持教育、參與學校管理。隨後，中國大陸為發展高

等教育事業，實施科教興國戰略，促進社會主義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

建設，特於 1998年頒布《中華人民共和國高等教育法》明確揭示高等
教育之任務、實施方針和基本原則，規範高等教育的宏觀管理體制，

並確立高教內部管理體制（陳金聖，2014），強調高等教育應關注社
會，依法自主辦學、實行民主管理（第 11條），並鼓勵高等學校與科
學研究機構及企業事業組織之間展開合作，實行優勢互補，以提高教

育資源的使用效益（第 12條）（中華人民共和國高等教育法，1998）。
（二）中國大陸高等教育自主權之法源依據與實施策略

隨著中國大陸高等教育下放辦學自主權的政策後，1998年所頒布
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高等教育法》更明訂高等校院享有更大的自主權，

例如，高等學校自批准設立起取得法人資格，且以校長為法定代表人

（第 30條）；可依據社會需求、辦學條件和國家核定的辦學規模，制
定招生方案，自主調節系科招生比例（第 32條）；可依法自主設置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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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學科、專業（第 33條）；可依教學所需，自主制定教學計畫、編
選教材、組織實施教學活動（第 34條）；與其它企業組織、社會團體
進行科學研究、技術開發和推廣等形式之合作（第 35條）；強調校長
全面負責學校的教學、科學研究和其他行政管理工作（第 41條）；對
於舉辦者提供之財產、國家財政性資助、受贈財產依法自主管理和使

用，惟不得將用於教學和科學研究活動之財產予以挪用（第 38條）；
高等學校設立學術委員會，審議學科、專業的設置，教學、科學研究

計劃方案，評定教學、科學研究成果等有關學術事項（第 42條）（中
華人民共和國高等教育法，1998）。

綜上可知，不論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法》或《中華人民共和

國高等教育法》均強調，國家鼓勵企業、社會團體及其他社會組織和

公民等社會力量依法舉辦高等學校，並共同支持和參與高等學校事業

的改革與發展。可見，中國大陸高等教育已從政府辦學轉變成市場與

社會參與辦學之變革。值得注意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高等教育法》

在諸多條項上，賦予大學自主辦學之法源依據。邇來，中國大陸共產

黨中央委員會、國務院於 2010年頒布《中國大陸教育改革和發展規
劃綱要（2010-2020年）》，指出高等教育應朝向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質
量、提高人才培育質量、提升科學研究水平、增強社會服務能力及優

化結構辦出特色等方向辦理。另有關高等教育體制改革部分，則明確

揭示「推進政校分開、管辦分離」、「落實和擴大學校辦學自主權」、

「完善中國大陸特色現代大學制度」、「深化辦學體制改革」等一系高等

教育改革任務（中國大陸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國務院，2010）。
有鑑於中國大陸大學「行政化」已成為中國大陸大學特有的一

種「組織病」，這是由於公立大學如同行政組織一般運作，並實施行政

化的管理，強調行政權力在校務決策與管理中的全面支配，儘管大學

教師對相關事務具有發聲的權力，惟對實質決策的影響微乎其微（陳

金聖，2014）。為促進與擴大學校辦學自主權，《中國教育改革和發
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明確提出了高等教育「去行政化」，亦
即減少政府對大學的不必要監管與干預。具體來說，政府部門要樹立

服務意識，改進管理方式，完善監管機制，減少和規範對學校的行政

審批事項，依法保障學校充分行使辦學自主權和承擔相應責任。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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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在符合中國大陸法律法規和宏觀政策下，關於學校辦學自主權之

落實與擴大，則包含自主開展教學活動、科學研究、技術開發和社會

服務，自主設置和調整學科、專業，自主制定學校規劃並組織實施，

自主設置教學、科研、行政管理機構，自主確定內部收入分配，自主

管理和使用人才，自主管理和使用學校財產和經費。擴大普通高中及

中等職業學校在辦學模式、育人方式、資源配置、人事管理、合作辦

學、社區服務等方面的自主權（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國務院，

2010）。
近年來中國大陸高等教育大學行政化飽受社會所詬病，例如陳金

聖（2014）指出，中國大陸的高等教育受到高度集權的教育行政體制
的影響，大學缺少如學術自主的辦學自主權，政府主管機關透過教育

行政職能，幾乎包攬了學校一切事務，教師學術權力幾乎完全失去了

伸張的空間。中國大陸政府也意識到大學行政化的嚴重後果，因此從

政策行動層面矯正以往大學行政化的缺失，透過立法與政策宣告，為

大學學術化與自主化建立了初步的制度基礎。在此一背景下，中國大

陸高等教育開始從制度面重視學術權力的重建，部分大學也積極嘗試

教授治學的相關制度探索，例如湖北大學於 2011年 12月，整合校內
原有的學術委員會、學位委員會、教學指導委員會及職稱評定委員會

等多個專門機構的基礎上，成立了學校一級的教授委員會，作為學校

最高學術權力機構，負責有關教學、科學研究及人才隊伍建設等攸關

校務發展的重大事項之決議權（陳金聖，2014）。隨著社會民意對於
改革的聲浪，以及政府對於學術自主的重視，中國大陸在大學學術權

力的制度化建構指日可待。

四、香港高等教育自主管理的策略與實踐

（一）香港高等教育之背景與發展

香港大學於 1911年創立，為香港地區的第 1所大學。直到 1963
年香港第二所大學－香港中文大學成立後，香港政府認為香港應設

立一個與英國的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相若的委員會，就大學的設施、

發展與財政需要，向政府提供意見（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2015b）。
因此，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簡稱教資會）於 1965年 10月獲得正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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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命，並負責香港大學與香港中文大學的發展和經費的分配。香港回

歸中國大陸後，教資會維持以往的非法定諮詢委員會性質，負責就香

港特別行政區各高等教育院校的發展及所需經費，向中華人民共和國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提供意見。

教資會的工作範圍包含定期對各大學進行教學及研究評估，以決

定資助大學經費之撥款額度。教資會資助院校的撥款包含經常補助金

與非經常補助金兩類。經常補助金用於院校的學術活動及有關的管理

工作，通常採 3年期的方式發放，以符合院校學術發展計畫之週期，
並以整體補助金撥款的形式向院校發放，使院校可靈活地運用補助款

項。撥款一經批准，各校可自主決定如何以最妥適的方式運用資源。

非經常補助金則用以資助大型建設及較小型的校園維修工程（大學教

育資助委員會，2015c）。
迄今，透過教資會取得撥款計有 8所高等教育院校，其包含香港

大學《香港法例第 1053章》、香港中文大學《香港法例第 1109章》、
香港科技大學《香港法例第 1141章》、香港理工大學《香港法例第
1075章》、香港城市大學《香港法例第 1132章》、香港浸會大學《香
港法例第 1126章》、嶺南大學《香港法例第 1165章》及香港教育學院
《香港法例第 444章》，上述 8所校院擁有其各自的法例，並依據法例
確定管理方針，且能在法律的許可範圍內享有管理院校事務的自主權。

（二）香港高等教育自主權與績效責任之實踐

自主管理與教授治校為香港高等教育令人注目的特色與成就。由

於香港為一高度民主化、法制化的社會，因此香港高等教育自主管理

機制的形成與高效能，亦是透過《大學條例》與《專上學院條例》等

法律予以保障與和實現。香港法律明確揭示各大學校院享有高度的自

主權，例如：人事任用自主權、招生自主權、課程制訂與學術水平自

主權、研究計畫自主權、經費與財會自主權。教資會於 2015年 2月 5
日回應有關「2014年研究評審工作」結果時，再次對大學學術自由與
自主權做出以下宣示：

學術自由及院校自主是香港珍惜的核心價值，更是香港高等教

育界賴以成功的基石。8所大學受到教育資助委員會（教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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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助院校均是根據本身法例成立的獨立自主機構，各自設有校

董會。教資會的《程序便覽》清楚訂明，院校無論在制訂課程

與學術水平、甄選教職員與學生、提出與進行研究，以至內部

調配資源等方面，均享有自主權。教資會一直遵循《程序便覽》

的指引，在恰當地於財務上及對公眾問責的前提下，支持並維

護學術自由和院校自主。此外，教學及行政事宜屬於教資會資

助院校的自主範圍，院校可根據本身的法例及內部程序處理。

院校須以公眾利益為依歸，並為本身的決定負責，與此同時，

教資會呼籲社會繼續尊重院校自主（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

2015a）。

由此可知，香港高等教育在法律規定的範圍內，政府不直接管理

大學，而是透過教資會來對大學進行管理，並賦予教資會針對各大學

教育經費的核定與撥款，同時亦強調給予學院自主權與學術自由。有

關教學、行政及校務發展事宜均屬於院校之自主範圍，院校可根據本

身的法例及內部程序處理，但受資助院校須以公眾利益為依歸，落實

績效責任，並為本身的決定負責。

參、�兩岸三地高等教育自主治理之比較

一、兩岸三地高等教育自主治理之比較

（一）法人地位之取得

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高等教育法》第 30條之規定，大學取得
法人資格，且以校長為法定代表人。然而在高等教育運作實務上，大

學多設有黨委書記，且校內地位排名在校長之前。簡言之，儘管《中

華人民共和國高等教育法》賦予國立大學的法人地位，惟實務運作

上，自主治理僅限於自主辦學與治學的範疇，校內重大決策多掌握在

黨委常委會議。

高度民主化與國際化的香港，不僅有成熟的民主環境、健全的



兩岸三地高等教育自主治理之比較 55

制度與法令規範，因此得以發展出高度成熟且具競爭力的高等教育體

系。香港的大學具有明確的法人地位，其享有的自主權利均受到法律

的保障與支持。

相較於中國大陸與香港，臺灣目前除私立大學為學校法人組織外

（私立學校法，2014），國立大學並非法人組織。儘管《大學法》經多
次的修訂後，國立大學的組織結構、人事權、師資聘任及招生等事項

已有相當程度的鬆綁，漸漸地回歸大學自主，惟仍維持過去報部備查

或核定的監管機制。依據臺灣現有法律規範（如《大學法》），國立大

學與政府之間具有隸屬關係，在這樣的背景下，「國立大學自主治理

試辦方案」之推動，對於尊重大學學術自由，提升大學彈性自主的空

間，促進高等教育競爭力，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二）管理體制上的比較

長久以來，中國大陸教育部對於教育事務的掌管與介入程度甚

深，此種高等教育管理制度與中國大陸中央集權的政治體制是密切關

連的。隨著《中華人民共和國高等教育法》明訂高等校院享有諸多事

務的自主權，中國大陸高等教育體制已從以往政府的過多干預轉向部

分分權，逐漸減少對大學的規範與行政監管事項，並將權利下放予高

等校院，依法保障大學辦學自主權，並負擔相對應的義務與責任。然

而陳金聖（2014）指出，中國大陸高等教育內部學術權力與辦學自主
雖已甦醒，並獲得普遍的重視，惟迄今仍處於一種「制度建構」的狀

態，未能發展出足與行政化制度結構相抗衡的設施，尚難使中國大陸

高等教育表現出鮮明的行政邏輯，學術自主亦未能彰顯。值得注意的

是，由於教師群體對於學校事務的參與欠缺制度上的保障，使得教師

主體精神、積極性及創造性受到壓抑，恐損及大學的教育質量與學術

創新之慮。

香港政府並不直接管理大學，而透過香港法例與大學條例，授權

各校院自主治理，保障了大學全面推動自主治理與學術自由。香港的

高等校院管理體制為採校董會體制，校董會為大學的最高諮詢團體，

校董會下設校務委員會與教務委員會。校務委員會為大學的最高管治

團體，行使大學的所有權力，執行大學的所有職責。而教務委員會則

負責掌管大學中與教育有關之相關事宜。整體來說，受教資會資助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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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均享有完整的自主權，並落實績效責任，各校須為自身的決定負

責。綜上可知，教授治校為香港高等教育自主管理之核心精神。

我國《大學法》第 3條明訂，我國的高等教育主管機關為教育部，
與中國大陸一般，大學均受到教育部的監管與約束。有關大學的法

制、內部治理及外部監督，《大學法》經數次的修訂，已賦予法源依

據或增加授權規定，並對政府的控制幅度與項目進行鬆綁與調整，強

化大學自主治理的權限（例如組織與人事任用自主權、教師權利義務

的調整）。細究臺灣與中國大陸的教育行政管理體制可以發現，兩岸

高等教育均具有中央集權的特性，但基於社會與國際發展趨勢，又同

時具有擴大大學自主治理權利，以及教授治校之需求。而臺灣近期推

動之「國立大學自主治理試辦方案」，企圖降低政府對大學之不必要

干預，依法保障學校充分行使辦學自主權和承擔相應責任。「高等教

育創新行動方案」更期望大學自主建立特色，提高自主競爭管理權責。

（三）自主治理程度之比較

隨著《中華人民共和國高等教育法》的頒布後，中國大陸高等教

育行政體系下放了部分權利，使得高等校院享有相較於以往更大的自

主權。例如高等校院可依據社會需求、辦學條件和國家核定的辦學規

模，制定招生方案，自主調節系科招生比例；可依法自主設置和調整

學科與專業；自主制訂學校組織規劃、自主設置教學；科研及行政管

理機構。儘管《中華人民共和國高等教育法》與《中國大陸教育改革

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均揭示高等校院落實與擴大辦學
自主權為高等教育改革之主軸與任務。陳金聖（2014）指出，當前中
國大陸高校的教育改革是立基於「黨委領導、校長治校、教授治學」

的制度框架進行的局部性變革，無論教授委員會的組織功能為決策或

諮詢，其組織層級為學院一級或是學校一級，其影響力多限制在「治

學」的範圍內，更多時候流為對黨委領導、校長治校的一種補充。此

外，細究法律的授權條文，仍可窺知「有條件」授權的有趣現象，部

分治校的自主權是有但書的（例如在高等校院可依據社會需求、辦學

條件和國家核定的辦學規模下，得⋯⋯）。由此可知，中國大陸高等

校院自主治理雖具法制化之基礎，惟落實至高等教育行政與自主權的

實踐上，仍有待社會的催化與國際思潮的促動，方能進一步地落實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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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自主。

香港在高等教育的發展上，採取全面開放、與國際接軌的態度，

因此在教授治校、自主權及績效責任上，都吸收了國際高等教育的發

展經驗。香港政府對於高等教育之管理，並不是運用行政力量進行直

接的監管，而是透過非行政機關之非法定諮詢委員會的方式，即透過

對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以間接的方式敦促大學落實績效責任。簡言

之，香港具有完善與法律體系與管理制度的保障，因此香港高等校院

享有高度的自主權，且不受政府或政治上的干預與介入。

《大學法》第 1條第 2項清楚揭示，大學應受學術自由之保障，並
在法律規定範圍內，享有自治權。惟在《大學法》相關法令的限制下，

臺灣的國立大學被定位為行政機關，校內凡是組織調整、招生名額、

系所調整、財務會計、人事任用，乃至於學籍管理，均屬政府的監管

範圍。相較於香港高等校院或其他國際知名大學，國內大學內部組織

僵化缺乏彈性，且囿於會計、人事及採購等相關法令限制，使得大學

無法有效發揮自主組織權。儘管「國立大學自主治理試辦方案」並未

修改相關法令作為配套措施，但仍不失為大學建立新專業經營模式之

契機。因此，要如何進行外部評鑑與監督，以確保自主治理的辦學品

質，並落實績效責任，值得持續關注。

表 1 
兩岸三地「高等教育自主治理」說明簡表

比較點 臺灣 中國大陸 香港

法人地位之取得 僅私立大學為學校法人組

織，國立大學並非法人組織。

自批准設立起即

取得法人資格。

大學具有法人資

格，並獲得法律

的保障。

管理體制 大學受到教育部的監管與約

束，而國立大學自主治理試

辦學校，得免受政府之不必

要干預，除行使辦學自主

權，並承擔績效責任。

中央對於教育事

務的掌管與介入

程度高。

香港政府授權各

校院自主治理，

不受政府或政治

上的干預與介入。

自主治理程度 除國立大學自主治理試辦學

校外，舉凡大學校內組織調

整、招生名額、系所調整、

財務會計、人事任用等，均

受政府的監管與控制。

自主治理僅具有

法制的基礎，尚

未落實在高等教

育行政與自主權

之實踐上。

享有完整的自主

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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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改革與實踐

（一）落實自主權的同時亦強化大學之績效責任

從香港高等教育自主治理的發展與經驗觀之，香港政府並未直接

管理高等校院，對於各大學校務的推動與規劃均不予干涉，據以保障大

學的辦學自主權。對於大學的辦學品質與績效責任，則透過大學教育資

助委員會實施間接的評估。教資會定期對各大學進行評鑑工作，而各校

的評鑑結果將影響教資會核撥政府資助予各大學的教育經費。香港政府

在高等教育行政管理的作法，值得我國省思。未來可透過大學自我評鑑

與績效責任的落實，以及外部評鑑等方式，將評鑑結果做為經費補助之

參考依據，即採取間接的方式對大學的辦學品質進行監督與控制，取代

過去透過核定或備查等行政手段監管學校呈報相關事務。

（二）重新審視國立大學的法律定位，並完備法令規範

公立大學法人化及高等教育去集權化（decentralization）為全球
化背景下，許多先進國家促進高等教育自主治理所實施的一項政策

（Huisman, 2009；Harris, & Kinney, 2004）。甚如政治體制採中央集權
之中國大陸政府，於 1998年頒布之《中華人民共和國高等教育法》，
亦順應國際高等教育改革潮流，明訂大學自批准設立起即取得法人資

格，透過法令的授權與鬆綁，讓高等校院享有更大的自主權。而依據

臺灣現有法律規範，國立大學與政府之間具有隸屬關係，使得大學內

部組織過於僵化缺乏彈性，亦無法發揮組織自主運作之效能。儘管

「國立大學自主治理試辦方案」為試辦學校自主治理提供新的契機，惟

其法制欠完備。且推動法人化後，國立大學與政府行政機關分離為獨

立權利主體，實現國立大學與政府行政機關之分離，並落實大學自主

治理與績效責任，使大學在高度變遷的環境中迅速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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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語

近年來政府相繼推出邁向頂尖一流大學計畫、教學卓越計畫、

技職校院典範科技大學計畫等，共通之目的無不期盼高等教育透過各

種競爭型計畫的援助，提高卓越競爭發展能量。隨著高等教育的全球

化與市場化，以及國內教育環境的巨大變化，唯有賦予大學靈活地對

變化萬千的環境迅速做出反應，並課予應有自主管理權責，方能在市

場化競爭下維持高度的競爭力，因而建立更彈性自主且有效率的大學

自主治理模式，為高等教育改革與提升競爭力之重要策略。兩岸三地

的大學自主治理模式雖在法人地位之取得、管理體制及自主治理程度

或有不同機制，但追求大學享有完整自主權的理想是一致的。香港政

府授權各校院自主治理，不受政府或政治上的干預與介入，更是兩岸

共同努力的目標。我國「國立大學自主治理試辦方案」避免大規模修

法、大學去公務員化、教職員銓敘退撫等大學內部人員權益保障之爭

議，重新建構大學與政府之間的關係，增加大學自主權，並賦予績效

責任，且「高等教育創新行動方案」開創大學更大自主發展生機，為

大學建立新專業經營模式之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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